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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鹤梁题刻位于重庆市涪陵区城北的长江中

一道与该段长江河道大致平行的天然石梁上，距

乌江与长江交汇处约 1千米（图一）。白鹤梁的
梁脊标高 140 米，仅比常年最低水位高出 2～3
米，却比最高洪水位低约 30米，因而几乎长年
淹没于江中，难见踪影，只在冬春之交水位较低

时，才部分露出江面。在多年一遇的水位极低的

年份，石梁露出水面的高度可至 3米。不同枯水
年份的最低水位有所不同，古人注意到了这种枯

水水位线在石梁上的变化，采用在朝向长江的石

梁倾斜面雕刻鱼和文字标识枯水水位的办法将其

记录。平时没入江水中的石鱼和石刻在枯水年份
露出水面的现象引起了历代文人和游客的注意，

他们在白鹤梁的石鱼水标旁刻下了大量吟咏诗文

或游记题名，这些石刻吸引了当地民众在枯水时

节前往观看，从而成为涪陵当地一道奇特的文化

景观。
最近，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受白

鹤梁题刻遗产所在地政府委托，开始着手编制白

鹤梁题刻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文本。
在编写文本的过程中，发现过去的著录和研究还

存在不少问题。这里主要就白鹤梁题刻的历史和
价值进行简要的考证和评估。

一 白鹤梁题刻的历史和原貌

在涪陵旧城北面龙王沱附近的长江之中，有

一道从长江南岸伸入长江的山梁。石梁长约
1600米，从西向东与江岸大致平行地向下游延
伸，梁脊南北两侧距长江两岸分别约 100 米和
400米，梁的东端距乌江汇入长江处约 1000米。
石梁的北侧是比较坚硬的砂岩斜坡状石面，该斜

坡石面以 14～18°的坡度一直向长江江心延伸，
其宽度可达 40 米，外侧的最大深度约 125.7 米
左右。这道石面的斜坡在长江极度枯水时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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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鹤梁题刻见诸记录的共 183 则而非通常所说的 174 则。白鹤梁水文题刻的石鱼
标识不早于唐，题刻可以划分为唐、两宋、元明清、近现代四个阶段。唐广德题刻是广德二
年非广德元年，已消失的“称斗”石刻为唐大顺元年镌刻，大量南宋早期题刻反映了中原人
士流入四川地区的历史背景。长江上游的历史最低水位是清嘉庆元年而非绍兴十年。白鹤梁
题刻是人类创造精神的体现，是一种文明和传统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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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白鹤梁题刻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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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长江中心河道的南岸，由于石梁南侧几乎全

是页岩和泥岩，这些松软的岩面在江水激流的长

期冲刷下，形成了一个低于外侧石梁的洼地（高

程 135米左右），冬季的长江水通过石梁与南岸
间东端的敞口回流，或通过石梁的缺口漫入，使

得这一地段的长江水被石梁划分为内外两部分：

石梁以北长江水道水量充沛，水流湍急，是长江

的主航道所在；石梁以南与南岸间的水道水流较

缓，波平如镜，故名“鉴湖”，湖宽 100～150米，
是冬季船舶停靠的好去处。由于白鹤梁的梁脊
最高处也不超过海拔 140 米，当长江水位较高
时，水流就会漫过石梁，鉴湖的景象就会消失。
白鹤梁因长期遭受长江江水的冲刷，有两处

被江水侵蚀切割，长期隐没水下，枯水期露出水

面的石梁明显分为上（西）、中、下（东） 三段，
古代题刻集中分布在中段上。中段石梁在极枯水
期露出水面的长度有 220 米，最宽处约 20 米，
最高处高于当地零点水面 2.8 米 （海拔 139.96
米）。在中段石梁从东向西 55～70米地段，石梁
表面较硬的砂岩层已经剥蚀破碎，形成了中段石

梁的一个洼地，这里的石梁在一般枯水季节都隐

于水下，从而将中段石梁分为东、西两区。石鱼
水标及绝大多数题刻都位于东区，只有少数晚期

石鱼和石刻散布在西区的石梁上。据已经掌握的
信息，中段东区有石鱼 10 组 15 尾，文字题刻
157则，清代以前的早期题刻全都在这一区域；
中段西区有石鱼 3组 3尾、图像 2幅、文字题刻
26则（包括东西区之间的题记 1则）；另有 4则
题记位置不明。宋元时期的题刻全部集中在中段
东区，中段西区除明末 1则、年代不明 1则外，
其余全都是清代及其以后的晚期题刻。显而易
见，白鹤梁题刻都是围绕着唐代的石鱼水标排

列，只是到了后来石鱼水标附近的石梁表面已经

遍布前人题刻，后人才不得不向西侧即上游方向

转移。
白鹤梁上的历代题刻数量很多，经过千百年

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不少题刻已经无存，保存到

近代以后能够有拓片和照片记录的可以录文的题

刻，因有些题刻字少或残缺，学术界统计数字也

不尽相同，且都存在问题。根据 1972年和 2001
年两次编号和统计数据，［1］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

的白鹤梁拓片数字，［2］清代以来关于白鹤梁题刻

的著录数字，［3］以及走访熟悉白鹤梁题刻情况的

诸位先生，可以知道自清末开始调查著录白鹤梁

题刻以来，见于学术著作和科学报告著录的白鹤

梁题刻计有石鱼 14组 18尾，其他图像雕刻 3幅
（其中白鹤雕刻 1幅、观音及人物线刻 2幅），文
字题刻 187则，文字约 12000字。不过，由于近
代以来损坏，现存于世的白鹤梁题刻只有 175
则，石鱼 14组 18尾。又由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的兴建，为了保护已经脱离石梁梁体的题刻，以

及为了展示少许被封护在水下的题刻，有的题刻

被移动博物馆中展出，现在仍存水下白鹤梁梁体

上的题刻还有 160则，石鱼 11组 16尾，可以辨
识的文字约 11000字（其中包括全部水文题刻共
82则，水文石鱼水标两组 3尾）。另在中国重庆
三峡博物馆、涪陵区博物馆和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中，还保存了脱离石梁梁体的白鹤梁题刻 15则，
石鱼 2组 2尾，其他图像 1幅。［4］

在所有年代明确的题刻中，最早的一则是唐

广德二年 （764 年） 的石鱼，最晚的两则已到
1963年。题刻的年代分布为唐代 1则、宋代 103
则、元代 5 则、明代 20 则、清代 21 则、民国
12则、现代 3则，年代不详者 22则。［5］

题刻均刻于面向长江主航道的倾斜石面上，

以唐代石鱼和清萧星拱重镌石鱼为中心展开，越

靠近这两组石鱼水标，题刻就越密集。各题刻的
大小幅面差异很大，大者两米见方，小者幅不盈

尺。题刻的主刻者大都为历代涪陵地方官吏、涪
陵当地人士、途经和寓居涪陵的官宦和文人，有
名可稽者超过 300人，其中不乏一些历史名人。
题刻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记述石鱼出

水的枯水现象和枯水程度；二是就石鱼出水现象

与本年或来年农业丰收的关系发表议论和感言；

三是来观看石鱼人们的题名。此外还有少许其他
内容的题刻。这些题刻中唐广德二年（764 年）
至清宣统元年（1909年） 间 60个年份的枯水数
据，［6］是长江上游建立现代水文观测站前最重要

的枯水水文信息来源，堪称中国古代不可移动的

实物水文档案库。
白鹤梁题刻开始于唐代，那时白鹤梁上已刻

有石鱼水标，并已有水位降至石鱼下四尺，来年

就会丰收的预测经验。现存石梁题刻中心位置的
清萧星拱重镌石鱼下面的一尾阴线刻的石鱼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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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两个“石鱼”隶书大字，按照萧星拱《重镌
双鱼记》的描述，应该就是白鹤梁旧有的作为枯
水水标的石鱼。从石鱼与“石鱼”二字的关系
看，这尾石鱼原先应该是一对，可大致以“石
鱼”二字为中线进行对称复原（图二）。从石鱼
线条的风格看，这对白鹤梁旧有石鱼是流畅的阴

线，与唐代同类石刻风格相似，其镌刻年代不可

能早于唐代；历史上关于涪陵石鱼的记载也是从

唐代开始，距离唐代不远、可以相对全面看到唐
代题刻的宋人，也都将这对石鱼视为唐代石鱼。
［7］因此，我们将这尾白鹤梁旧有石鱼径直称为

“唐代石鱼”而不称“唐代始见石鱼”，［8］这是有
根据的。也正是从广德二年开始，在石鱼水标附
近开始刻有题记和题诗，见诸宋人记载的有“广
德”、“大和”、“大顺”、“大中”诸年号的题
记，［9］并有记录指出大顺元年（890年） 曾在当
时水位处刻“秤斗”。［10］遗憾的是，这些唐代题
刻现在几乎无存，只有唐代石鱼水标一尾和“石
鱼”二字尚可辨识。

唐代可以作为白鹤梁题刻的开始时期。
北宋时期，涪陵城外大江中石梁上有石鱼，

石鱼露出即为丰收年份征兆一事已被当地地方官

上报至中央政府，在北宋官方编制的全国政区地

理的书中，已经记录下当时治所在涪陵的黔南地

方官给朝廷的这份报告的大致内容。［11］这时刻有
石鱼和古人题刻的这道江心石梁已经成为涪陵的

名胜，当时全国的地理书籍记载涪陵（当时称涪

州） 景物或风俗时，往往会提到这道石梁。［12］当
时这道石梁被称作“石鱼”，如宋代《武陶等题
记》自名为“游石鱼题名记”，《张绾三题》称
到这道石梁为“游石鱼”，就说明了这一点。石
梁南侧的平缓水面当时称作“石鱼浦”，并已有
了“鉴湖”之名。［13］鉴湖及其附近常有白鹤栖

息，故当时这一带已有“白鹤滩”之名。［14］

随着石鱼逐渐引起人们注意，在石梁上观看

和记录石鱼露出水面境况的人也越来越多，大量

记录石鱼与水位关系的题刻以及相关诗文被镌刻

在石梁上，其中不乏文豪和名人的作品。
宋代涪陵地区文化相对繁荣，每逢枯水季节

石鱼出现，来年农业可能出现丰收景象时，地方

官吏往往都要登石梁观石鱼并题刻留名，以示关

心，故留下属于这一时期的题刻多达 103则。在
这些题刻中，北宋开宝四年（979年） 的《谢昌
瑜等状申事记》 （62 号） 是现存白鹤梁题刻中
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一例。其后不久的北宋端拱元
年（989 年），北宋名臣朱昂也在白鹤梁上留下
了《朱昂诗序及诗》 （117号） 的题刻。以后关
于观看石鱼出水现象、记录水位与石鱼间距离以
及吟咏石鱼出水与年成丰稔之间关系的题刻络绎

不绝，题刻数量占了全部白鹤梁题刻的一多半。
［15］这其中南宋初期题刻的数量尤其众多，不少

人系金人南下中原后逃难至此的北方文人，其中

最著名的就是曹公遡家族，反映了两宋之际及南

宋初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给当时社会带来的影

响。［16］白鹤梁宋代题刻既是宋代人不断考察验证
的科学记载，又是长江上游地方文化的形象体

现。涪州石鱼也由于有这些著名官宦和文人的题
咏，其名声也越来越大。
两宋时期，无疑是白鹤梁题刻最繁盛的时

期。
元代以后，由于宋元之际蒙元帝国与南宋王

朝在川渝一带的长期拉锯战，川渝地区的社会、
经济和文化都遭到严重破坏，涪陵地区也不例

外，其经济和文化都比先前萧条许多。不过，包
括蒙古人在内的元朝地方官员仍然沿袭了登涪陵

江心石梁观看石鱼、记录水位和镌刻题记的习
惯。白鹤梁题刻中有 5则元代题刻，其中有一段
所刻文字（24号《蒙文题字》） 为八思巴文（蒙
古新字），题刻作者不可考，它是白鹤梁题刻中

唯一的少数民族文字题刻，是该地区汉文化与蒙

古文化互相影响的实物见证。
明代的川渝地区，其经济和文化仍未恢复到

两宋时期的水平。但随着云贵高原的开拓，通过
川江水道进出四川的人们有所增加，涪陵这道刻

有石鱼和古今题刻的石梁已经相当有名，不仅当

图二 唐代石鱼残刻原状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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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官吏文人和平民百姓冬春之际会登临石梁观看

石鱼是否露出，就连过往官员、客商、船工等也
常常会在这个时节把船停靠在石梁旁，下船登梁

探访和题名留念。明人“商徒舟子邀观古，骚客
身游写赋传”（18号《晏瑛诗》），以及“行商
往来停舟觑，节使周回驻马镌”（84号 《戴良
军题诗》） 的诗句，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
清代的涪陵石鱼已经成为涪陵最重要的风景

名胜，当时流行每个县域选出八处代表性的景

观，涪陵选出的“涪州八景”有二处甚至三处都
是围绕着这道不起眼的石梁形成的人文景观，即

“石鱼出水”、“鉴湖渔笛”和“白鹤时鸣”。［17］

至迟在清代中期，涪陵城边江心的这道石梁已经

被冠以白鹤之名，被称作“白鹤脊”。［18］光绪七
年（1881年），四川泸州人孙海在这道石梁上刻
上了“白鹤梁”三个大字（57 号《孙海题白鹤
梁》）。从此，这道石梁的名称就被固定称为白鹤
梁，一直延续至今。
明清时期的白鹤梁题刻共 41则，数量比元

代增多，但远不及宋代。康熙二十三年 （1684
年），作为枯水水标的唐代石鱼经千余年的江水

冲刷，已经模糊不清，时任涪陵最高地方行政长

官的萧星拱便命石工在原址重新镌刻了两条石鱼

来代替唐始载水标石鱼，并在其下题刻《重镌双
鱼记》。清人重刻水标石鱼与唐代水标石鱼位置
基本相同而略高（两鱼眼间的连线平均高程为海

拔 138.08米，与现在水位标尺零点相差甚微），
方向和形态也类似先前的水标石鱼，线条也清晰

流畅。从这年以后，人们观测长江枯水水位都改
用清代这两条重刻石鱼作为水标。
元明清时期是白鹤梁题刻及水文观测功能的

延续时期。
近现代以来，人们共镌刻了 15则题刻于石
梁上。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民生公司组成
的考察团在白鹤梁记录了当年重庆、宜昌的枯水
程度，填补了数十年来长江枯水位标记的空白。
1937 年，刘冕阶所作《白鹤时鸣》 线刻图，首
次将白鹤以图画形式刻上石梁。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出于保护与研究的考虑，在石梁上题

刻的现象基本消失，但人们在枯水季节观石鱼和

题刻的现象仍然存在，直到本世纪初长江三峡库

区蓄水后，这种观石鱼的民俗才最后终止。

近现代是白鹤梁题刻仍然延续但水文记录功

能已经丧失的时期。

二 白鹤梁题刻的著录与研究

白鹤梁题刻位于长江之中，平时淹没于江水

之下，只有在江水极枯的时节，石鱼及相关石刻

才能露出。这些露出的题刻距离岸边还有一段距
离，需要乘坐舟船才能抵近观摩。历史上亲临白
鹤梁看过题刻的人本来就不多，再加上这些题刻

即使冬春时节露出，也表面潮湿，采用中国传统

的捶拓方式对石刻进行记录相对困难。故在清代
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古人都只是简略地记

述说白鹤梁有石鱼和古人题刻，石鱼在每年冬春

时节是否露出水面对来年收成的好坏有预示作

用，［19］缺乏对白鹤梁题刻的系统记录，更不要说

专门的研究。
白鹤梁题刻因有唐宋时期一些名人的诗文，

这些题刻首先受到涪陵地方人士的关注。明代涪
陵地方行政长官首先注意到白鹤梁题刻的历史、
艺术价值。成化七年（1471年），涪州太守庞某
就差遣官吏抄写白鹤梁的古代诗文题记，并在石

梁上刻下了这次工作的记录。［20］乾隆《涪州志》
将“江心石鱼”列入涪州古迹，收个别吟咏白鹤
梁石鱼的名人诗篇入艺文部分，却不收录白鹤梁

题刻。［21］同治《重修涪州志》开始将白鹤梁题刻
作为地方志的内容之一，从中筛选了 50则题刻，
将其大部分编入该书的地理部分，少部分编入艺

文部分。［22］该志书所选题刻仅有白鹤梁题刻的三
分之一，题刻名称和录文错漏不少，编撰体例也

不统一（或列目或录全文或摹写字体），但这毕

竟是对白鹤梁题刻的首次系统记录，开白鹤梁题

刻著录的先河。
光绪元年 （1875 年） 冬，时任川东兵备道
的姚觐元听说涪陵石鱼露出水面，就请当时正在

重庆的金石学家、藏书家缪荃孙带人到涪陵，将
白鹤梁的宋元题刻全部拓片。姚觐元将这些拓片
交与同乡学者钱保塘进行整理和考证，钱保塘将

整理结果于光绪二十一年 （1985 年） 正式印刷
刊布，这就是署名钱保塘撰的 《涪州石鱼题名
记》。［23］光绪三十年（1904年），缪荃孙又以钱保
塘书的稿本为基础，对照他新得到的另一批白鹤

梁拓片，刊出了署名姚觐元、钱保塘同撰的《涪

白鹤梁题刻的历史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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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石鱼文字所见录》。［24］大约在光绪五年（1879
年） 前后，著名金石学家陆增祥在武汉得到了

姚觐元赠送的白鹤梁题刻拓片，将其录文以

“石鱼文字题刻一百段”的名字收录其《八琼石
金石补正》 中。陆氏这部金石学巨著在他生前
未刊行，直到民国十四年 （1925 年） 才付梓刊
行。［25］

清末出现的这三部关于白鹤梁题刻文字的著

述，都是相对完整地记录作者认为有价值的题

刻，每条题刻的文字全部迻录，按照年代排列题

刻顺序，并考证题刻中人名及其事迹，属于中国

传统金石学的范畴。在这三部著述中，钱保塘编
撰的《涪州石鱼题名记》是最早的关于白鹤梁题
刻文字的专著，编撰也最精审。该书收录的 100
则白鹤梁宋元题刻中，除“盛景献等题名”一例
不是来自白鹤梁外，［26］其余均无资料上的错误。
钱保塘也是首位全面考证白鹤梁题刻文字的学

者，他对题刻中人名、地名、职官及其相关人物
在史书中的行迹进行了简要的考证，这些考证对

于白鹤梁题刻的研究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不过，就像同时期的金石著述一样，清末这三部

白鹤梁题刻的著述都不关注元以后题刻的情况，

这些都影响到了对白鹤梁题刻整体性及其对白鹤

梁明清题刻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62 年原重庆市
博物馆派出龚廷万等调查了涪陵白鹤梁题刻。这
次白鹤梁调查在传统金石学方法之外，加入了现

代文物调查的一些元素，除了统计数量和捶打拓

片外，还给题刻编号、拍摄了照片并作了重点测
量。这次调查绘制了白鹤梁题刻分布草图，拓制
了 81则题刻的拓片，并注
意到石鱼与古代题刻所示枯

水水位的关系。鉴于 1962
年长江水位还不够枯下，次

年初春江水很低时，龚廷万

等又对白鹤梁进行了第二次

调查。这次调查除补拓了上
次未拓的清代以来拓片外，

还测量了清代萧星拱重镌石

鱼中线距水面的距离，并将

这个距离同附近的长江航运

水尺所示的水位进行了比

较，发现当日石鱼离开水面的高度与当地长江航

运水尺的零点距离水面的高度相同。［27］这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首次白鹤梁题刻考察工作，

目的是鉴定石刻年代、为题刻编号、统计数量、
捶打拓片，与旧金石学相差不大；但随着工作的

开展，工作人员第一次发现了白鹤梁题刻的科学

水文价值，这次考察成为日后长江上游“水文考
古”的开端。
为给规划中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提供历

史水文资料，1972～1973年，有关部门组织学者
多次在重庆市江津区至湖北宜昌市间的长江河段

开展长江历史洪水、枯水调查研究。1972年初，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和重庆市博物馆组成枯水调

查组，对白鹤梁石鱼水标和枯水题记进行专题调

查与研究，并对宜昌到重庆河段的其他历史枯水

题记做了调查，并撰写了《渝宜段历史枯水调查
报告》。［28］1974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庆
市博物馆历史枯水调查组发表了调查简报《长江
上游渝宜段历史枯水调查———水文考古专题之
一》，这是先前《渝宜段历史枯水调查报告》的
缩写本，简报刊布了以白鹤梁枯水题刻为主体的

长江枯水题刻资料，通过白鹤梁与水文有关的

103段题刻，推算出从唐代以来 72 个年份的枯
水水位高程数字，得到涪陵白鹤梁石鱼题刻历代

枯水水位高程纪录表（图三）。至此，三峡工程
和川江航运部门就得到了 1200年来的可靠的历
史枯水水文数据。［29］此项研究尽管从现在看来，
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其成果不仅为葛洲坝、三峡
工程初步设计所采用，而且在其他人文和自然科

学领域里也得到广泛应用。

白鹤梁题刻的历史和价值

图三 白鹤梁石鱼题刻历代枯水水位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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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不少研究者开始对白鹤梁题刻产

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化特质进行考察，通过白

鹤梁题刻与其他题刻比较分析，对白鹤梁题刻科

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作了更加广泛的研
究。

1993年三峡工程开始启动后，研究者除进
一步对白鹤梁历史枯水题刻在科研和工程建设中

的应用进行研讨，以更深入地发掘白鹤梁水文题

刻的科学价值外，考古、历史和文化学者还继续
对白鹤梁题刻进行了具体和深入的探讨。这些论
文除了集中在白鹤梁题刻保护、展示和价值评估
方面外，主要是沿袭清代以来的研究传统，也就

是着重对白鹤梁题刻的年代和人物进行考证，李

胜先生对于白鹤梁题刻中出现的名人生平的考

证、［30］曾超等先生对于白鹤梁题刻数量和价值的
分析，［31］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
在白鹤梁题刻历史的研究中，年代问题始终

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这方面还有不少问题需

要继续探讨。例如，白鹤梁题刻年代最早的今已
不存的唐广德题记，文献记载其年代为“唐广德
元年甲辰岁”，纪年就存在矛盾。编号 61、62的
《黔南谢昌瑜等状申事记》：“唐广德元年春二月
岁次甲辰，江心退石鱼出见，下去水四尺。”唐
广德元年岁次癸卯，二年才岁次甲辰，学界通常

据《太平寰宇记》等文献所记黔南申状事为广德
元年，就推定“甲辰”应为“癸卯”之误，该条
文献记载的是广德元年春的枯水信息。实际上，
只要看一看长江上游其他唐代枯水题刻的年代

表，就可以判断白鹤梁题刻的唐广德题刻应该是

广德二年而非广德元年。重庆市博物馆老馆长董
其祥先生正是基于白鹤梁唐广德题刻与朝天门灵

石唐广德二年《郭英干灵石碑》的对比，得出了
白鹤梁唐广德题刻是广德二年的正确判断。［32］类
似的年代问题在白鹤梁题刻的研究中还存在少，

这涉及到历史枯水水文数据的利用，不可忽视。
白鹤梁水文题刻的历史枯水研究，因比较专

业，目前仍然只有 1970年代长江流域规划办公
室、重庆市博物馆历史枯水调查组的研究成果。
这个研究成果的核心是长江上游“历代枯水高程
图表”，在这个图中标识了长江上游 15个年份的
枯水水位。据说三峡工程设计的库区蓄水枯水设
计，就参考了这个历史枯水水文信息。遗憾的
是，我们复核了这 15个数据，发现其中 4个错
误，错误率接近 30%。其中问题最严重的是长江
上游历史最低水位的结论。该结论根据宋绍兴十
年（1140 年） 《孙仁宅题记》 （新 168 号） 的
位置高程信息，推断该年枯水水位“水去鱼下十
尺”，如果该推算正确，该年枯水期的最低水位
就达到了 137.12米（吴淞高程），是长江上游历
史最低水位。《孙仁宅题记》文字本身又没有关
于枯水水位的记载，历史枯水调查组通过该题刻

所获得的历史枯水信息，只能是通过该题刻的位

置高程信息获得的。由于《孙仁宅题记》脱离了
石梁原有位置，其题刻最低处的位置高程信息不

能作为推算当年最低枯水水位的根据，［33］原研究

结论需要修正（图四）。

白鹤梁题刻的历史和价值

图四 白鹤梁题刻枯水水位示意图

白鹤梁题刻绝大多数都是正书，文字句读应

该不存在多少问题。不过，因为题刻的文字简
要，有的文字还有残损，这也对研究者对题刻的

理解造成影响。例如北宋崇宁元年 （1102 年）
的《朱仲隐题记》 （103 号），原先的记录者和
研究者都名之为《符直夫题记》，按该题记录文
为：“崇宁元年正月廿四日，同云安符直夫、
临江宇文深之来观故相朱公留题，裵回久之。

四世孙仲隐□□，孙羲叟敬书。致□侍行。”题
记文字明明说“同云安符直夫”等来看故相朱
公留题，可知主刻者不是符直夫。符直夫是涪
陵县令，其他陪同这也都是涪陵县官员。［34］这些

当地官员是朱昂四世孙仲隐登白鹤梁的陪同，

该题记的主人是朱仲隐。朱昂在任峡路诸州水
陆计度转运使时，曾登涪州白鹤梁观石鱼，留

下了“朱昂诗及诗序”（117号），由于朱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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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声望很高，他的四世孙朱仲隐路过涪州时，

地方官陪同他一起观看朱昂题诗，他因此留下

这则题记。
总之，关于白鹤梁题刻本身及其历史还有很

多问题需要探讨。2005年，涪陵当地学者曾超
博士出版了他研究白鹤梁题刻的专著，这是迄今

为止对白鹤梁题刻数量、年代、内容和文化背景
最全面的研究成果。［35］不过，白鹤梁题刻数量、
题刻录文、文字诠释、水位测算、价值评估等方
面，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三 白鹤梁题刻的价值分析

白鹤梁题刻是 8～19世纪长江上游重庆涪陵
区的人们长期观察和记录当地长江枯水状态的实

物资料，同时也是当地人们依靠经验预示来年收

成的民俗节庆的活动场所。该水文遗产对长江上
游、长江流域乃至于北半球的古水文、古航运、
古气候、古环境的变迁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科
学价值。只是我们对白鹤梁题刻价值的评估，需
要通过与中国和世界其他水文题刻的比价来归

纳，那些“年代最早”、“记录最科学”之类评
价，与白鹤梁题刻的实际情况不符，应当避免使

用。
白鹤梁题刻是现存石刻面积最大、文字数量

最多的水文题刻。这些题刻记录了唐广德二年
（764年） 至清宣统元年（1909年） 间 60个年份
的长江当地枯水水位信息，［36］以及这期间的一些

历史、文学、艺术和民俗信息。来自白鹤梁的长
达 1138年的历史枯水记录，是长江上游修建现
代水文观测站前枯水水文信息的主要来源，是研

究长江上游水文史的重要史料。
白鹤梁题刻以石鱼水标作为基准点、以石刻

文字记录水位距离基准点尺度的记录方式，与世

界已知记录水位方式皆不同，是一种基于中国文

化传统的独特发明创造，同时具备了科学和艺术

价值。创造这种独特水位记录方式的人们，把枯
燥的数字记录变成富有文化和艺术内涵的艺术创

作，并将其与观看石鱼出水、预测丰收等当地民
俗活动结合起来，不仅使这些记录具有历史价

值，而且使记录水位成为当地人们的自觉行为，

从而具有了鲜活的长久生命力。
白鹤梁题刻从遗产的材质属性来说，属于

物质文化遗产不可移动文物的石质文物；从遗

产的状态属性来说，属于基本完整保存但已不

再继续发展的具有震撼力的碑刻“纪念碑”
（monuments）；［ 37］从遗产的功能属性来说，属于

古代水文观察记录的水文遗产。白鹤梁水文题
刻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值得世人的注意与尊

重。
白鹤梁题刻的价值主要在以下两方面：

1. 白鹤梁题刻是人类创造精神的体现［38］

白鹤梁题刻是现存水文遗产中，开始年代较

早、延续时间很长、记录手段比较科学、相关信
息最为丰富的古代枯水水文石刻，是中国长江上

游枯水水文记录数据的石刻档案库。这种以坚硬
岩石为载体、以雕刻石鱼为水位基准点、以镌刻
数字或文字来说明当时水位与石鱼标准点尺度关

系来记录水位的方式，是基于当地自然环境的独

立创造，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水文记录的巧妙结

合，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
值。
白鹤梁“唐代石鱼水标”雕刻于 764 年，
比中国于 1865 年在长江上设立的第一根水尺
即武汉江汉关水尺早 1100 多年。从那以后一
直到 1891 年长江上游的第一个近现代水文观
测站重庆玄坛庙水位站设立 （乃至于 1938 年
涪陵龙嘴水位观测站设立） 后，白鹤梁上的枯

水水位记录一直没有停止过。它堪称中国现存
的延续时间最长的古代水位观测站，其开始年

代和延续时间仅次于埃及大象岛古代水位观测

站。［ 39］

白鹤梁保留下的近现代水文站设立以前的历

史枯水水文题刻共计 85则，其中有绝对枯水水
位数字的题刻 20则，记录下了长江上游涪陵当
地 60个年份的枯水水位数据，从而使长江上游
的枯水水位资料系列向上延长了 1100多年。这
些枯水资料系统地反映了长江上游年代水位演化

的规律，成为长江上游地区历代枯水年代序列标

尺，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应用价值。
通常的水位观测都是根据水尺观察水位、再
将水位数值记录在其他载体上，白鹤梁则在江中

不可移动石梁上雕刻石鱼作为零点标准水位，然

后观测江水水位与水标间的上下距离，并将这个

距离尺度用文字的形式镌刻在水标附近。记录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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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位也没有专门的管理人员，而是寓水位记录

于观看“石鱼出水”的节庆性民俗活动中，将科
学与艺术、数字与诗文结合在一起，极具中国传
统文化的特色。
对白鹤梁题刻的研究结果表明，长江洪、枯
水年份的出现，大约每 10年为一周期。作为最
低水位标志的石鱼，其出现的年份应是枯水期的

最后 1年，而来年必将进入洪水期，但出现特大
洪水的可能性极小。而水位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反
映了降雨量的增减，雨量充足程度和灾害程度是

决定农业丰收的决定因素。因此“石鱼出水”现
象一直成为当地人们预测来年作物收获丰盈的依

据，也引起农业部门的高度重视。
2. 白鹤梁题刻是一种文明和传统的见证［40］

白鹤梁题刻这种长期在江中石梁上镌刻枯

水水位记录的做法，是一种独特的技术文明；

而当地民众每年来观看水文记录，以判断来年

农作物丰稔状况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这
种传统的技术文明已经被现代水文站所取代，

这种文化传统也随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仅存于传

统节庆之中，白鹤梁题刻则是这种文明和传统

的实物见证。
江河水位的观测记录，枯水比洪水困难。观
测枯水涉及到观测站选址、观测手段、记录手
段、观测人员管理和观测记录数据的管理等一系
列问题。白鹤梁题刻所在地的古代人们，他们选
择了长江江心的一道与岸相连、可以登临的石梁
作为观测记录枯水水位场所，江水水位极低时也

可以开展观测和记录；他们采用在白鹤梁上镌刻

石鱼水标作为水位标识，以此作为记录水位高低

变化的基准点的办法来观测记录长江枯水水位；

他们将观测到的长江水位记录结果用锋利的工具

镌刻在坚硬的岩石上，使之能够长久保存下去并

方便公众观览；他们形成了一套石鱼露出水面的

上报制度和地方长官观察记录习俗，从而保证枯

水水位观测记录的持续性和有效性。据现代实地
勘测和研究，白鹤梁题刻的石鱼水标的水位高程

相当于现代涪陵城区长江河段平均枯水水位，与

现代长江航运部门当地水尺的零点水位相当。这
种古今水位标识的一致性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

古人长期观测长江枯水水位经验的总结。所有这
些都是具有唯一性的天才创造，它们被固定在可

以长久保存的石刻中，是中国独特技术文明的宝

贵资料。
在中国古人心目中，鱼带有丰产和吉祥的寓

意。［41］白鹤梁题刻所在地的人们雕刻鱼作为枯水

水位的观测标识，同样也蕴含着这种象征意义。
白鹤梁题刻不仅是一种水文观测记录技术，同时

也是当地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来
源于古人长期的观察经验，他们发现，每当江水

退至石鱼水标以下位置时，来年就是农作物丰收

的年份。作为丰收年份预兆的石鱼是否出水，就
成为当地官员及百姓关注的热点，并产生了“石
鱼出水兆丰年”谚语。这一谚语是古代涪陵人民
在自然现象的深切认识和经验总结的概括和升

华。当谚语四处流传并为人们普遍知晓后，每当
水标石鱼露出水面的时节，便会吸引许多当地和

外来的人们来到白鹤梁，他们搭乘小船登上石梁

观看石鱼，在石梁上举行喜迎丰年的庆祝活动，

并在石梁上刻下各种题记，成为当地一种特殊传

统和重要文化事项。
长江三峡枢纽工程于 2007 年建成运行后，
长江涪陵河段的正常蓄水位海拔 175米，汛期蓄
水位也在海拔 145 米，白鹤梁的梁顶的海拔仅
140米，从此将永久淹没于水下。为保存白鹤梁
题刻，工程建设方采取了先进的文物保护技术，

使人们能够不受季节和水位的限制，随时可以近

距离地观摩这些题刻。昔日隔若干年一次的登临
白鹤梁观看“石鱼出水”的习俗，已经成为一种
历史的记忆而保存于每年的节庆活动之中。静静
躺在水下的白鹤梁题刻已经成为历史上的这项技

术文明和文化传统的历史见证。
除此以外，从白鹤梁题刻与中国和世界水文

文物的比较来看，白鹤梁水文题刻具有鲜明的自

身特点。
中国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与水文相关的文

化遗产仅四川都江堰一项，［42］都江堰为灌溉水利

工程，先后设立石人、水尺以观测水位变化，与
专门记录枯水水位变化的白鹤梁题刻性质不同。
重庆市渝中区朝天门码头处的灵石题刻、［43］云阳

县的龙脊石题刻［44］与涪陵白鹤梁题刻并称为长

江上游的三大枯水题刻。渝中灵石题刻根据历史
文献的记载，其年代虽然可以追寻至东汉，该两

处都未设有基准点，只提供相对数据，白鹤梁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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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则以石鱼水标为基准点，石鱼水标标高大体相

当于现代水位站历年枯水的平均值和川江航道当

地水尺零点，是古代人长期观察经验累积的成

果，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浙江宁波市鄞县城内平桥的“平字碑”水
则，是以水位是否过“平”字决定是否开闸泄
水（图五），［45］它与白鹤梁题刻同样设有水位基

准点，但“平字碑”仅用来标明引水灌溉的水
位，而白鹤梁题刻则记录了长江中上游枯水水

位的长期变化，二者具有不同的技术原理和使

用功能。

古埃及的尼罗河流域是世界上最早开始观测

水位变化的区域，历史超过 5500 年，留下来
1300多年的记录。古埃及人在尼罗河畔设立不
同形式的尼罗尺以测量水位，记录保留在宫殿和

神庙的档案里。与白鹤梁题刻相比，两者都是用
科学观测手段记录水位变化，但是白鹤梁题刻记

录的文体同时具备文学性与艺术性，而且尼罗河

水位观测由神职人员承担，仅供统治者参考，白

鹤梁题刻的记录则由地方官乃至一般民众参与，

具有官民互动的特点，观赏白鹤梁题刻更成为雅

俗共享的民俗活动，二者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和

背景。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在世界水文遗产

中，埃及的水文遗产在记录方法上更接近于现代

水文记录的水尺，白鹤梁题刻在科学性上并不及

埃及尼罗河上的水文遗产，但记录方式颇具川江

地方特点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注释：
［1］ a.重庆市博物馆：《渝宜段历史枯水调查报告》 （复写稿
本），1972年 3月，龚廷万先生惠示；b.建设部综合勘察研究设
计院、中国文物研究所：《白鹤梁题刻留取资料》 （打印稿本），
2001年，重庆市文化局三峡文物保护抢救办公室藏。
［2］笔者曾经查验的白鹤梁题刻的拓片有如下几批：（1） 北
京大学图书馆藏清缪荃孙旧藏白鹤梁拓片；（2） 贵州省博物馆藏
1950年代收藏白鹤梁题刻拓片；（3）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包括
重庆市文化局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办公室） 藏 1960年代至 21世
纪初的白鹤梁题刻拓片；（4） 涪陵区博物馆藏 2000年前后白鹤
梁题刻拓片。
［3］这些著述包括：a.钱保塘：《涪州石鱼题名记》 （清光绪
二十一年）， 《丛书集成续编》本，史部第 75 册，上海书店，
1994年；b.姚觐元、钱保塘：《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 （清光绪
三十年），《丛书集成续编》本，史部第 75册；c.陆增祥：《八琼
石金石补正》，文物出版社，1985年；d.龚廷万：《四川涪陵“石
鱼”题刻文字的调查》，《文物》 1963年第 7期；e.长江流域规
划办公室、重庆市博物馆历史枯水调查组：《长江上游宜渝段历
史枯水调查———水文考古专题之一》，《文物》 1974年第 8期。
［4］以上数据都是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 2011～

2012年经反复核对资料后的统计数据，我们对此撰有 《涪陵白
鹤梁题刻若干问题的辨析》的专文，这里只是结论的简述。
［5］在年代不明的 22则题刻中，有些题刻可以通过人名、
官职、书体等判断其时代，但无直接证据可判断其确切年代。
［6］民国时期建立长江水文观测站后，尤其是 1891年重庆
玄坛庙水位站和 1938年涪陵龙王嘴水位站成立后，白鹤梁的枯
水水文记录已失去了作用，故民国时期的枯水记录数据不再计

入。
［7］ 如南宋宝佑二年 （1254 年） 《刘叔子诗并序》 （25
号）：“鉴湖之石鱼，唐人所刻也。《图经》谓三五/年或十年方
一出，出则岁稔，大率与渝/江晋义煕碑相似。”
［8］同［3］ e。
［9］ 北宋大观二年 （1107 年） 《庞恭孙题记》 （76 号）：

“大宋大观元年正月壬辰，水去鱼下七尺，是歳夏秋果大稔，如
广德、大和所纪云。二年正月壬戌，朝奉大夫知涪州军州事庞
恭孙记”南宋绍兴十八年 （1148年） 《何宪盛辛唱和诗并序》
（67号）：“须知显晦将千载，往哲摽名歳大中。”
［10］ （宋）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七四《夔州路·涪州
景物上》记涪州石鱼说：“在涪陵县下江心，有双鱼刻石上，
每一鱼三十六鳞，一衔萱草，一衔莲花。有石秤石斗在旁，三
五年或十年方一出，出必丰年；唐大顺元年镌。古今诗甚多，
刘忠顺有诗见在石上。”关于该条记载，不少学者都读作“唐大
顺元年镌古今诗甚多”，不妥。王象之明明白白说石秤斗为“唐
大顺元年镌”，又说石梁上“古今诗甚多，刘忠顺有诗见在石
上”。这不是说大顺元年有好古者将古今人的诗都镌刻在石梁
上，更不是说唐大顺元年镌刻的古今诗中还有北宋刘忠顺的诗，

而是分别记述了三件事：一是江心石梁上有年代不明的石鱼图

案；二是有唐大顺元年的秤斗图案；三是石梁上还镌刻有很多

古今题诗。据此，唐广德二年始载石鱼旁的石秤和石斗应是大
顺元年（890年） 的作品。

图五 浙江宁波鄞县城内的平字碑

白鹤梁题刻的历史和价值

52



四川文物 2014 年第 1 期

［11］ （宋）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二〇《江南西道》记
黔州风俗：“开宝四年，黔南上言：‘江心有石鱼见，上有古记
云：广德元年二月，大江水退，石鱼见。部民相传丰稔之兆。’”
按：五代时期，割据四川的后蜀政权“移黔南就涪州为行府，
以道路僻远就便近也。皇朝因之不改。至太平兴国三年，因延
火烧爇公署，五年却归黔州置理所。”开宝四年时，黔南治所在
涪州即今涪陵，当时上报的石鱼出水之事发生在涪州而非黔州。
后来因黔南治所回归黔州，故该书将此事误系之于黔州了。
［12］如（宋） 祝穆编，祝洙补订《宋本方舆胜览》卷六一

《夔州路·涪州景物下》涪州古迹江心石鱼条：“在涪陵县江心
有双鱼刻石上，每一鱼三十六鳞，一衔萱草，一衔莲花。有石
称石斗在旁，三五年或十年方一出，出必丰年，唐大顺元年镌。
诗甚多。”
［13］白鹤梁宋代题刻《刘叔子诗并序》 （25号） 说：“鉴湖
之石鱼，唐人所刻也。……送客江上，过石鱼浦，寻访旧迹。”
［14］ （宋）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四《夔州路·涪州景
物下》有“白鹤滩”，地“在州之上流妃子园下”；又有“鹭鸶
滩”，地“在黔江下，冬月滩出，水石相激，如排列白鹭之形”。
［15］据统计，在白鹤梁 103则宋代题刻中，肯定为北宋的
题刻只有 27则，其余为南宋题刻；而 76则南宋题刻中，南宋
初期建炎、绍兴年间的题刻又占了 39则，超过了南宋题刻的一
半。
［16］在白鹤梁题刻中的《晁公武题名》 （32号） 和《孙仁
宅题记》 （新 166号） 中，晁公武兄弟及其外家涪州知州孙仁
宅的家族成员就有晁氏兄弟（晁公武、晁公遡、晁公荣、晁公
退、晁公适、晁子贠），晁氏兄弟的外家高邦仪、高宁祖、孙仁
宅、孙允寿，以及晁家的外甥王掖等。
［17］ （清） 多泽厚修，陈于宣等纂《（乾隆） 涪州志》卷
一一记涪陵八景诗甚多，大致分两类：一类如清夏邦谟涪陵八

景诗，题为黔水澄清、松屏列翠、桂楼秋月、荔圃春风、铁柜
唱晚、鉴湖渔笛、群猪夜吼、白鹤时鸣；一类如清董维祺涪陵
八景诗，题为松屏列翠、桂楼秋月、荔圃春风、铁柜樵歌、鉴
湖渔笛、群猪夜吼、白鹤时鸣、石鱼出水。《四川大学图书馆
藏珍本四川地方志丛刊》第二册，巴蜀书社，2009年。
［18］ 《张师范刻石鱼诗并序》 （154号） ：“北崖水落时，
中有白鹤脊。”
［19］白鹤梁水文题刻最早见于著录，是北宋初乐史《太平
寰宇记》，该书记载了开宝四年（971年） 江水枯落，唐始载石
鱼出现的场景和唐广德题刻的大概内容。到了明代中期的成化
七年（1471年），涪陵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曾派人抄录白鹤梁古代
的诗文和题记（见白鹤梁题刻），但录文也没有整理刊布。
［20］ 《张本仁等抄写石鱼文字记》 （98号）：“成化辛卯二
月望日，涪州太守庞公遣差吏张本仁、王囗抄写古文诗记。”
［21］ （清） 多泽厚修，陈于宣等纂：《（乾隆） 涪州志》，

《四川大学图书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第二册。
［22］ （清） 吕绍衣、王应光纂：《（同治重修） 涪州志》，

《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 第 46 辑，巴蜀书社，1992
年。
［23］ （清） 钱保塘：《涪州石鱼题名记》，《丛书集成续编》
本，史部第 75册。

［24］ （清） 姚觐元、钱保塘：《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
《丛书集成续编》本，史部第 75册。
［25］同［3］ c。
［26］ 《盛景献等题名》是涪陵北岩的宋代题刻，过去的著
录多将其误入白鹤梁题刻。
［27］龚廷万：《四川涪陵“石鱼”题刻文字的调查》，《文
物》 1963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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